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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的结构及其理化特性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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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新兴技术, 生物炭技术及其应用在近年发展迅速, 但由于来源、材质、炭化工艺等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

生物炭特性及应用效果千差万别, 研究结果难以比对甚至相悖,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物炭研究与应用的发展。为此, 

本文从制约生物炭功效发挥的关键因素, 即生物炭的结构及理化特性入手, 系统梳理了近年有关生物炭的定义、形

成、结构、元素及其主要理化特性和调控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总结分析了生物炭结构及其理化特性的共性、差

异性特征及规律, 厘清了有关生物炭特性及功能的基本观点、现状和共识。认为, 生物炭的结构及其理化特性是影响

生物炭作用、功能及效果的最主要因素, 决定了生物炭的应用领域、范围、量级、目标和方向, 采用改性或优化调控

技术是发挥生物炭功效优势、潜力与价值的关键。并从资源与环境的“循环、可持续”发展角度, 结合生物炭研究与

应用实际, 探讨了未来有关生物炭理化特性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旨在为生物炭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发展提

供基础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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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emerging technology, biochar and its applications have been rapidl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due 
to large differences in carbonization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it is difficult to compare or even contrast the results of biochar ap-
plication studies, thu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biochar applications to some extent. For this reason, our paper focuses on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ed the function of biochar, namely, the structure as well as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biochar, and then 
systematically presents the main research advances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of biochar such as definition, 
formation, structure, elemental composition, and other main physical-chemical properties, and property controlling-technologies. 
The paper analyses and summarizes the common and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ar structure and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clarifies the relevant basic perspectives, statuses, trends, and consensus on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biochar. 
The structure and fundament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biochar are believ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oles, function, and effects of biochar. They also determine the application field, scope, amount, objective, and direction of 
biochar. Therefore, the modification technology or optimal regulation technique is the key to develop the efficacy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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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and values of biochar. By further combining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biochar,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develop-
ment directions of biochar physicochemical propert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focusing 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biochar are evaluated from cyc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and materi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scientific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tudies on biochar. 
Keywords: biochar; structur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dvances 

生物炭(Biochar)是近年新兴的研究热点 , 国内

外相关研究发展迅速。我国的生物炭研究, 自 2005

年开始迅速升温, 特别是陈温福院士于 2011 年在

《中国工程科学》上发表的“生物炭应用技术研究”

一文, 系统阐述了生物炭的性质及应用, 极大推动

了我国生物炭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的发展。时至今

日, 国内外科学家在农业、环境、能源等诸多领域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科学探索与应用研究工作, 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和成果, 可谓“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 

然而, 在众多科学研究结果中, 我们也发现了

一些基本事实, 即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差异较大且很

难进行有效的共性比对, 甚至截然相反或相悖, 对

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十分有限。

分析发现 , 造成研究结果的差异性主要与原料来

源、材质, 炭化工艺条件以及应用对象、剂量、方

法等有关。此外, 由于研究、使用者的研究背景、

出发点、目标不同, 对生物炭的概念、来源、形成

及特性等缺乏系统、准确认知, 也导致其主观上对

不同生物炭研究及应用结果产生混淆或误解。因此, 

十分有必要对生物炭的概念、来源、形成、结构、

特性、功能及其调控技术等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分

析, 为生物炭研究与应用提供科学参考。 

生物炭理化特性是开展生物炭研究与应用的重

要基础,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决定了生物炭功效

及其应用“出口”, 是生物炭发挥作用的“源泉”。目前

由于原材料来源、材质、炭化工艺及制备技术、使

用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生物炭基础科学与应用

技术研究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碎片化”特征, 在不

同领域、学科均有涉及, 其研究结果或结论也有着

巨大差异性。特别是, 目前有关生物炭结构及理化

特性研究多处于“散、杂、乱”状态, 缺少系统、有效

的共性分析和比较研究。迄今, 亦鲜见针对生物炭

结构及其理化特性的系统研究和总结分析。本文在

系统梳理有关生物炭的结构及理化特性研究基础上, 

分别从生物炭概念、来源、形成、结构、主要理化

特性及其调控技术等方面, 对相关主要研究进展进

行了归纳、总结和比较分析, 厘清了有关共性认知、

研究结果及结论 , 并结合生物炭研究与应用实际 , 

从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循环利用、永续发展”视

角, 对未来有关生物炭理化特性研究的基本原则、

方向及主要问题等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生物炭基础

研究与应用发展提供基础和参考。 

1  生物炭的概念 

生物炭/生物质炭, 作为“旧物新识”的一种“新”

事物, 追溯其产生历史, 其实早在我国两千多年前

的唐代, 就有《卖炭翁》诗云“伐薪烧炭南山中⋯⋯”, 

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制炭场景。随着人们对制炭技术、

用途等方面的不断探索与实践, 不同材质、形态的

“炭”层出不穷而又性质各异, 推动了炭化技术及其

应用研究发展, 同时也使一些研究、使用者对生物

炭概念、使用等产生了一些分歧、混淆或误解。 

生物炭 /生物质炭 , 其译文源于英文词——

“Biochar”, 最早用于区分生物质与化石燃料所形成

的活性炭材料 [1]。在 2006 年 , 美国康奈尔大学

Lehman 教授丰富了 “Biochar”一词的含义 , 将

“Biochar”定义为生物质衍生黑炭, 即一种和木炭概

念相近的材料, 可用于土壤碳库封存、改善土壤物

理与生物学特性 , 以及促进植物生长的土壤改良

剂 [2]。在早期的生物炭相关研究中, 由于其制炭工艺

与木炭相近 , 因而在国外研究中出现了“Charcoal”

和“Biochar”混用的情况, Charcoal 其含义多指现在

的“Biochar” [3-4]。随着生物炭研究的深入, 生物炭概

念也逐渐清晰 , 在 2013 年生物炭国际倡导组织

(International Biochar Initiative, IBI)将生物炭定义

(简述)为, 生物质在限氧环境条件下通过热化学转

化获得的固体材料[5]。 

由于不同原料、炭化温度及工艺等条件下制备

的生物炭材料, 在结构及性质上差异很大, 使其在

应用对象、目标、范围、功效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一些分歧产生。目前, 在生物炭原料来源、炭

化条件、理化特性等方面的定性、定量界定条件还

存在不同观点, 争议来源主要为: 1)关于制炭原材料

来源, 动物体及污泥等非植物源生物质是否列入其

中；2)在炭化工艺条件方面, 高温(>700℃以上)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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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解, 是否属于常规炭化工艺方式；3)制备技术方面, 

采用非传统或多途径复合、多技术融合生产的改性

生物炭或其他衍生性炭材料, 是否列为常规生物炭

的一种。上述定义、内涵、界定条件等目前尚无统

一定论, 随着炭化工艺、制备技术的不断改进与创

新, 不同原理、技术及方法获得的生物炭千差万别, 

也使得生物炭概念、定义等呈现“多元化、复杂化”

趋势[6-8]。从目前多数研究来看, 基于生物炭来源及

应用实际, 从废弃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角度, 一般

认为生物炭来源于农、林等废弃生物质, 在一定炭

化温度条件下(<700℃), 在限氧或缺氧条件下热解

形成的富碳固体产物[9]。 

目前, 尽管对生物炭概念、定义等方面的理解、

认知等还存在一些不同观点, 但随着生物炭技术的

创新与发展, 特别是多学科交叉、先进技术的不断

涌现, 生物炭结构及其理化特性研究将不断推向深

入, 届时生物炭概念、定义等将得到逐步统一、完

善和发展。 

2  生物炭的形成过程 

生物炭, 是由生物质经热裂解反应过程后而形成

的一种产物[10-12]。在热裂解过程中, 生物质会通过分

子内、分子间的重排作用反应而形成由芳香多环等结

构形成生物炭, 以及生物油、混合气等物质[13-14]。 

不同材质生物质的炭化形成过程存在差异。一

般情况下, 制炭原料可分为木质和非木质纤维素类

生物质[15-16]。其中, 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主要来源

于植物类废弃物[17-18], 其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半纤

维素、木质素等[19-21]。而非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则

主要包括动物粪便、一部分植物及其衍生物等 [16], 

其主要成分为蛋白质、脂类、糖类、无机物以及部

分木质素、纤维素[22]。一般情况下, 木质纤维素类

生物质在 200~260℃时开始发生热裂解反应, 半纤

维素的分支聚合物和短侧链先分解为低聚糖, 其后

重新排列形成 1,4-醚-D-木糖[23], 1,4-醚-D-木糖在经

过脱水、脱羧、芳构化及分子内缩合等过程后形成

炭, 或分解形成低分子量的生物油及混合气[24]。在

300℃左右纤维素开始分解, 先解聚成低聚糖, 随后

糖苷键断裂生成 D-吡喃葡萄糖, 在分子内重排形成

左旋葡萄糖聚糖[25], 其中一部分左旋葡聚糖经过脱

羧、芳构化、分子内缩合等过程后形成炭, 另一部

分在经重排、脱水过程后形成羟甲基糠醛, 进一步

形成生物油及混合气[24]。在 400℃时木质素开始大

量分解为自由基, 并通过自由基取代、加成、碳碳

偶合等过程后形成生物炭、生物油和混合气[26-27]。

在超过 500℃时, 生物炭孔隙内的聚合物、挥发性化

合物会发生再聚合反应, 形成次生炭或经过重组产

生分子量较高的焦油[28-30]。而非木质纤维素类生物

质, 在 200℃左右开始发生热解反应, 蛋白质、脂类、

碳水化合物等有机物的低键能键(如氢键、氢氧化钙

键)发生断裂[16], 键断裂随温度升高而增强, 主要热

解过程发生在 300~600℃, 最终热解形成生物炭、生

物油及混合气[16,31]。一般情况下, 由于非木质纤维素

类生物质中的蛋白质、脂类以及核酸中含有大量氮、

磷和氧, 使其热解行为更为复杂而多变[32]。 

在生物质热解炭化过程中, 完成了由“生物质—

炭”的物质形态转变, 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多微孔碳架

结构, 以及不同种类的表面官能团、有机小分子及

矿物盐等[33], 为其作为吸附、载体等功能材料奠定

了重要基础, 使其可在农业、环境、能源等领域广

泛应用[34]。 

3  生物炭的结构 

3.1  表面及内部结构表征 

生物炭的结构, 主要由生物质原有结构在经过

失水、活性物质挥发、断裂、崩塌等一系列热解炭

化过程后重构形成[35], 其“骨架”结构由稳定的芳香

族化合物和矿物组成 [4,36], 孔隙结构则由芳香族化

合物和其他功能基团组成[37-38]。生物炭的孔隙表征, 

参照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的活性炭孔隙

分类可分为微孔( 2 nm)、中孔(2~50 nm)、大孔( 

50 nm), 生物炭中的孔隙多以微孔为主[39]。生物炭的

结构表征与其炭化温度条件有关, 随着炭化温度升

高, 生物炭的非晶态碳结构逐步转化为石墨微晶态

结构, 晶体尺寸扩大、结构更加有序[40] (图 1)。 

3.2  生物炭结构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制炭原料与炭化温度, 是生物炭结构形成的主

要影响因素[41]。不同生物质原料在结构、内含物等

方面存在本质差异, 导致其在炭化后的结晶度、交

联和分支等结构特征上差异显著[42-43]。木质素含量

高的生物质(如竹子、椰子壳等)在炭化后的大孔结构

增多, 而纤维素含量高的生物质(如植物外壳)在炭

化后形成的结构多以微孔为主[44], 这也使纤维素类

生物炭的表面积(112~642 m2 g–1), 一般高于非纤维

素类生物炭(3.32~94.2 m2 g–1)[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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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炭化温度下的生物炭结构表征示意图[4] 
Fig. 1  Biochar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under different car-
bonization temperature[4] 
A: 生物炭结构中芳香族碳增加, 主要以无定型碳为主。B: 生物
炭结构中涡轮层状芳香碳增加。C: 生物炭结构趋于石墨化。 
A: the aromatic carbon in biochar structure is increased, mainly part 
is amorphous carbon. B: the sheets of turbostratic aromatic carbon 
in biochar structure is increased. C: the biochar structure becomes 
graphitic. 

 
炭化温度条件, 也是影响生物炭结构的重要因

素。在热解炭化过程中, 随着炭化温度升高, 生物炭

中的挥发性物质逐渐热解分离、挥发, 形成更多新

孔隙和不规则、粗糙的炭粒蚀刻表面[48-49]。当炭化

温度高于700℃时 , 生物炭表面微孔结构开始出现

破坏, 超过800℃时生物炭的多孔碳架结构表现不稳

定, 坍塌现象发生[50-51]。炭化停留时间, 也可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生物炭的结构。当炭化温度为500~700℃、

停留时间在2 h以内时, 生物炭的孔隙度随停留时间

延长而增大, 但当超过2 h后则表现为负效应[52]。一

般情况下, 慢速热解炭化更有利于生物炭的多微孔

形成 [23], 而在快速热解炭化过程中, 由于未完全热

解的类焦油等物质可能会滞留、堵塞生物炭孔隙 , 

不利于生物炭的多微孔结构形成[53]。 

生物炭的多微孔结构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基

础, 不同原料、炭化工艺条件下制备的生物炭结构

表征、特性差异明显, 实际应用中可根据不同场景、

目的及应用目标的需求, 通过材质定向筛选、炭化

工艺定向调控等措施获得具有一定预期结构特征

的生物炭, 从而充分发挥生物炭“构—效”优势及其

作用潜力。 

4  生物炭的主要理化特性 

4.1  酸碱性  

生物炭一般呈碱性, 但也有酸性表现, 其 pH 变

幅范围在3~13[54-55]。一般情况下, 原料中的灰分含量

越多, 其制备的生物炭 pH 越高[56]。在材质上, 由于

非纤维素类生物质制备的生物炭具有较高灰分含量, 

因此, 一般非纤维素类生物炭 pH 高于纤维素类生物

炭[57-58]。而在相同炭化工艺条件下, 不同材质生物炭

的 pH表现为禽畜粪便>草本植物>木本植物[56,59]。 

一般认为 , 生物炭 pH 随炭化温度升高而提

高 [55]。在较高炭化温度条件下, 会加速酸性官能团

的分解如-COOH、-OH等, 使生物炭 pH提高[46,60]。

研究发现, 当温度由 200℃升高到 800℃时, 生物炭

的酸性官能团由 4.17 mm g–1下降至 0.22 mm g–1、

碱性官能团由 0.15 mm g–1升高到 3.55 mm g–1, 而

pH则由 7.37提高至 12.40 [61]。较高炭化温度也有利

于促进灰分中碱金属(Na、K)或碱土金属(Ca、Mg)

等离子化合物的形成, 如 KOH、NaOH、MgCO3、

CaCO3等, 从而提高生物炭 pH [60]。此外, 炭化停留

时间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物炭 pH, 表现为炭化

停留时间越长而 pH 越高[62-63], 但加热升温速率对

生物炭 pH的影响不大[64]。 

生物炭的酸碱性, 是影响其特性及功能的重要

指标之一。从目前研究来看, 由于原料、炭化工艺

及制备技术等不同, 生物炭 pH变化范围较广, 基本

覆盖了“酸性、中性、碱性”不同状态。在实际生产

和应用过程中, 可通过炭化工艺调控、改性等技术

方法获得一定酸碱范围的生物炭材料, 根据使用目

的、目标科学施用。 

4.2  比表面积 

生物炭丰富的多微孔结构, 使其具有较大的比

表面积[65-67]。生物炭的比表面积, 与其制炭原料、

炭化温度等有关。一般情况下, 纤维素类生物质因

其具有丰富的内部孔隙, 炭化后形成的生物炭会保

留原有生物质细微孔隙结构 , 比表面积大幅提高 , 

而非纤维素类生物质的孔隙结构相对较少, 因此炭

化后的生物炭比表面积小于纤维素类生物炭[68]。  

炭化温度, 是影响生物炭比表面积的重要因素

之一。当炭化温度在 400℃以下时, 生物质在炭化过

程中形成的孔隙率降低, 可能与生物质中挥发性物

质的热解分离和挥发不完全等有关[69-70]。随着炭化

温度升高, 生物质分离、释放出更多挥发性物质, 孔

隙更多、比表面积增大[24,71-73]。但是, 在高于 800℃

时, 生物炭中的多孔结构会发生部分坍塌, 从而堵

塞孔隙, 使孔径变小[74-75]。灰分含量也会影响生物

炭的比表面积, 一般情况下随着炭化温度升高, 生

物炭的灰分含量增加, 会堵塞部分生物炭孔隙,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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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其比表面积降低[76]。 

比表面积大, 是生物炭作为载体和吸附功能材

料的重要基础特性之一。在生物炭制备过程中, 比

表面积大小可通过改性、调控工艺流程等进行一定

程度的定向调控。 

4.3  元素组成 

生物炭主要由 C、O、H、N、K、Ca、Na、Mg

等元素组成[66,77]。其中, C元素主要为芳香环形式的

固定碳, 而碱金属(K、Na 等)、碱土金属(Ca、Mg)

等则以碳酸盐、磷酸盐或氧化物形式存在于灰分

中 [60,78]。生物炭中的元素种类、含量, 主要与原材

料有关[79-80]。研究认为, 纤维素类生物炭中的 C 含

量高于非纤维素类生物炭, 木材、竹类生物炭的 C

含量较高[60,81]。而在其他元素中, 纤维素类生物炭中

的 K 含量相对较高[77,82-84], 非纤维素类生物炭中的

Ca、Mg、N、P 等元素高于纤维素类生物炭[85]。炭

化温度, 也是影响生物炭元素含量及组成的重要因

素。一般情况下, 生物炭中的 C、碱金属及其矿化物

含量随炭化温度升高而提高, 而 N、H、O等元素含

量则随炭化温度升高而降低[77,86-88]。 

4.3.1  元素形态及有效性    生物炭中的 C, 主要

为芳香族碳, 以芳香环、不规则叠层堆积存在, 使生

物炭具有稳定性高、抗分解能力强特性[4,89-90]。生物

炭还含有一定有机碳, 主要为未完全碳化的生物质

和脂肪酸、醇类、酚类、酯类化合物, 以及类黄腐

酸、胡敏酸等物质组分, 一般在新制备生物炭、低

温热解炭化形成的生物炭以及非纤维素类生物炭中

的含量相对较高[54,62-91]。生物炭中的 N、P、K及其

他无机盐离子等元素, 可作为植物、微生物等生命

体养分的来源之一[92], 但不同生物炭的养分元素含

量、有效性等存在差异, 一般富含养分原料制备的

生物炭, 其含有的营养元素相对较高, 反之亦然[93]。 

生物炭中的元素有效性 , 与生物炭的新鲜程

度、pH、炭化温度等条件有关[94]。一般情况下, 新

制备的生物炭可释放更多 N、P、K等养分元素, 而

陈化的生物炭在养分释放量、速度等方面相对弱一

些[95-97]。生物炭 pH 也会影响其元素有效性, 当 pH

在 2~7之间时, 生物炭释放 PO4
3−和 NH4

+随 pH提高

而降低, 而 K+含量则保持相对稳定[53], 而当 pH 从

8.9 降至 4.5 时, 生物炭中的 Ca、Mg 元素释放量会

增加[98]。此外, 炭化温度亦会影响生物炭中的元素

状态, 随着炭化温度提高, 生物炭中的碱金属等矿

物组分趋于结晶态, 使其水溶性降低[78,99-100]。当热

解温度由 300℃升至 600℃时, 生物炭中的可溶性

PO4
3−由 430 mg kg–1下降到 70 mg kg–1 [101]。 

4.3.2  潜在有害元素    生物炭中的元素, 绝大部

分对土壤、植物及环境等有益或无害, 但受制炭原

料的材质、内含物及其炭化过程等因素影响, 某些

情况下还可能含有一定潜在有害元素或物质。研究

表明, 生物炭中的潜在有害物质主要包括有机污染

物和重金属两大类[102]。 

第一类: 有机污染物。生物炭中的有机污染物

主要包括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噁、多氯二苯并二 英(polychlorinated dibenzo 

dioxins, PCDDs)、多氯二苯并呋喃(polychlorinated 

dibenzo furans, PCDFs), 以及一些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二甲苯酚、甲酚、丙烯醛、甲醛等[102], 这些物

质主要在热解炭化过程中产生, 过量可能对土壤、

微生物、植物等健康构成风险[103-104]。研究发现, 生

物炭中的多环芳烃主要与原料中的木质素、纤维素

和半纤维素含量有关[105], 一般情况下木质素含量高

的原材料在炭化后的多环芳烃含量较低, 如木质生

物炭的多环芳烃低于秸秆类生物炭[106]。不同种类生

物炭的有机污染物含量差异显著, 多环芳烃(PAHs)

含量从< 0.1 mg kg–1到>10,000 mg kg–1表现不等[107], 

生物炭国际倡导组织(IBI)建议生物炭的多环芳烃含

量应控制在 6~20 mg kg–1 [5]。不同炭化温度, 也会影

响生物炭的潜在污染物含量及形态。一般情况下 , 

低温制备的生物炭含有较高浓度的低分子量多环芳

烃, 而在高温下制备的生物炭, 其高分子量多环芳

烃的浓度相对较高[108]。炭化过程中, 可通过输入 O2

和 CO2作为载气来降低 PAH 含量[107], 而在炭化后

可通过在厌氧环境中冷却生物炭亦有助于降低其多

环芳烃含量[107]。 

第二类: 重金属。生物炭中的重金属元素, 主要

包括 Cd、Cu、Cr、Ni、Pb、Zn、Hg等[102], 其含量

与原材料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非纤维素类材质制备

的生物炭, 其重金属含量高于纤维类生物炭[16]。在

炭化过程中, 生物炭中残留的重金属形态相对稳定, 

但其直接毒性、生物有效性比炭化前降低[16], 炭化

温度越高, 生物炭中的重金属含量越高[109]、生物活

性越低[109-110]。生物炭国际倡导组织(IBI)经过风险评

估后, 对生物炭中的有害元素含量上限提出了明确

建议(表 1) [111]。 

生物炭中的潜在有害元素含量及其有效性, 若

在安全范围内对土壤、作物及环境的影响很小,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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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物炭中有害元素含量上限阈值[111] 
Table 1  Maximum allowed thresholds of the toxic elements in 
biochar[111] 

有害元素 

Toxic element 

含量 

Content (mg kg–1) 

砷 Arsenic 13–100 

镉 Cadmium 1.4–39.0 

铜 Copper 143–6000 

铬 Chromium 93–1200 

镍 Nickel 47–420 

铅 Lead 121–300 

锌 Zinc 416–7400 

汞 Mercury 1–17 

钼 Molybdenum 5–75 

钴 Cobalt 34–100 

 

在超限投入条件下可能对生态环境安全造成一定风

险。因此, 在规模化、工程化实施过程中, 要严格筛

选、控制原料来源, 或采用如在炭化前添加磷酸二

氢钙或沸石来降低原材料中重金属的生物利用度[112]

等一些预处理措施来降低其重金属含量, 最大限度

降低生物炭中的潜在有害元素风险, 使其在安全、

可控范围内。同时, 通过调控炭化工艺条件及参数, 

尽可能减少生物炭中的污染物及有害元素残留, 降

低其生态环境安全风险。 

生物炭的元素组成、含量及形态, 是生物炭的

重要特性及其功效发挥的“源泉”。主要体现在: 1)释

放 N、P、K、Ca、Mg 等大量及中微量元素, 为土

壤提供一定外源养分, 促进植物生长[113]；2)生物炭

的重要组分——灰分 , 除含有一定碱金属物质外 , 

可在吸附金属元素等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114]。 

4.4  表面化学性质 

4.4.1  表面官能团     生物质中的纤维素、半纤维

素、蛋白质、脂肪等, 经热解炭化后在生物炭表面

及内部形成大量羧基、羰基、内脂基及羟基、酮基

等多种类型官能团, 其中大多为含氧官能团或碱性

官能团, 使生物炭具有良好的吸附、亲水/疏水, 以

及缓冲酸碱、促进离子交换等特性[38,115-116]。 

生物炭的表面官能团与制炭原料、炭化温度条

件密切相关[46]。不同原材料中, 非纤维素类生物炭

比纤维素类生物炭含有更多的 N、S 官能团[117]。在

不同炭化温度条件下, 生物炭官能团的数量、密度

随炭化温度升高而下降[92]。在 185~200℃时, 生物炭

表面官能团种类不会发生明显变化[46,118], 而当温度

达到 300℃时, 羧基、羰基含量则快速上升至最高点, 

此后随炭化温度升高而降低[72]。至 400~550℃时, 生

物炭的脂肪族官能团随温度升高而逐渐消失 [70,118], 

当温度达到 600℃时, 烷基碳官能团消失[46]。  

4.4.2  阳离子交换量    阳离子交换量(cation ex-

change capacity, CEC), 是决定生物炭表面化学特性

的基础指标, 也是衡量其离子交换、吸附性能的重

要指标之一 [119]。生物炭的阳离子交换量与制炭原

料、炭化温度等有关[120]。研究发现, 非纤维素类生

物炭的 CEC比纤维素类生物炭高, 而原料发酵后制

备的生物炭 CEC 要高于未发酵原料制备的生物

炭 [121-122], 不同原料炭化后形成的官能团数量不同, 

导致其阳离子交换量存在差异[66]。在不同炭化温度

条件下, 较低温度制备的生物炭表面含有更多含氧

官能团, CEC 较高, 而在较高温度下制备的生物炭, 

其含氧官能团被破坏 , 表面负电荷减少 , CEC 降

低 [121-124]。此外, 生物炭中的 K、Ca、Mg 等碱金属

增加, 生物炭“激发”的土壤微生物活动增强, 也可

能使生物炭 CEC提高[78,125]。 

4.5  吸附性 

生物炭极其丰富的多微孔结构、大比表面积 , 

使生物炭具有强吸附力。生物炭的吸附性能与其

多微孔结构、比表面积、表面官能团等有关 , 亦受

到生产工艺、热解炭化温度、酸碱环境条件等诸

多因素影响 [126], 不同介质中决定生物炭吸附性的

因子多、吸附过程较为复杂 [127]。生物炭所具有的

吸附性 , 使其可广泛用于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有

害气体等不同介质中的污染物防控 , 并可作为吸

附剂、载体或基质等功能材料广泛应用于农业、

环境、化工等领域 , 应用潜力、空间巨大 [97,40]。目

前 , 关于生物炭吸附性的研究较多 , 涉及领域多、

范围广 , 有关介质、吸附条件、作用因子、吸附过

程等较为繁杂 , 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仅就生物炭在

农业、环境等领域应用的基本吸附原理、过程等

作以简述。  

环境领域。作为吸附功能材料, 利用生物炭进

行重金属污染修复的研究较为常见, 其基本吸附过

程如图 2-a所示, 主要包括静电吸引、离子交换、物

理吸附、表面络合和/或沉淀等过程[87]。生物炭对重

金属的吸附作用, 主要源于生物炭表面所含有的丰

富含氧基团对重金属的强吸附作用[87], 而生物炭的

矿物成分在吸附过程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

仅可为重金属吸附提供结合位点[114], 而且可通过提

高生物炭 pH, 降低有效态重金属离子活性、促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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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物炭对重金属(a)和有机污染物(b)吸附模型[87] 
Fig. 2  Summary of mechanisms for heavy metals (a) and organic contaminants (b) adsorption on biochars[87] 

 
金属沉淀, 从而减少土壤中重金属浸出、降低重金

属生物有效性[128]。与此同时, 生物炭极其丰富的多

微孔结构也会增强其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拦截 , 

从而降低重金属离子活性及其移动性, 并可能使重

金属形态发生改变[129]。 

农业领域。现实农业生产中, 过量化肥、农药

施用等造成的面源污染日益突出, 已成为制约农业

“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研究表明, 生

物炭对降低农药等有机污染物残留, 减少土壤中过

量化肥养分流失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具有重要作

用 [130]。生物炭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作用如图 2-b所

示, 主要包括静电作用、疏水作用、氢键、π-π作用、

孔隙填充等作用过程。生物炭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 

主要源于生物炭中未炭化部分生物质的分配作用和

炭化部分的吸附作用[87], 其中非炭化部分的分配作

用是一个线性、非竞争性的吸附过程[127], 而炭化部

分的吸附作用具有非线性等温线、共存吸附质间竞

争的特性。生物炭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作用过程不

同 , 主要与在相对较低炭化温度条件下 (<700℃ ), 

部分生物质未完全碳化 [100,131], 使生物炭含有炭化/

未炭化部分有关。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生物炭对有

机污染物的吸附一般为多种吸附作用过程的耦联、

结合, 较为复杂[87]。在农业生产中, 生物炭可作为基

质、载体或吸附剂材料, 用于吸附或固持 N、P、K

等养分离子, 减少土壤养分流失, 水体“富营养化”

污染净化, 以及提高作物养分利用效率等 [97], 其吸

附作用与生物炭多微孔构造、表面官能团、比表面

积及离子交换性能等有关[97,132]。 

4.6  疏水/持水性 

生物炭特殊的结构和理化特性使其具有一定

疏水 /持水性(图3)[133]。生物炭具有疏水性 , 与其在

炭化过程中的表面含氧官能团减少有关 [8]。而生物

炭具有持水性 , 主要源于其丰富的多微孔结构增

加了对水的吸附力 [134]。生物炭持水性能主要取决

于其疏水 /持水性在水分吸附上的抵消、平衡或叠

加作用 [119]。  

 

图 3  生物炭的疏水性(a)和持水性(b)[133]   
Fig. 3  Hydrophobicity (a) and water holding capacity (b) of biochar[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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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的疏水性是其作为非溶性吸附质的重要

基础, 其性能大小可通过测定其含 O、N官能团数量

来表征, 含 O、N官能团数量越低、疏水性越强[8]。

生物炭的疏水性与炭化温度密切相关, 炭化温度越

高、疏水性越强, 与生物炭表面极性官能团减少、

芳香性增加有关[45,50,135]。生物炭的持水性则与其多

孔构造及不同炭化温度下的孔隙连通性有关[119], 在

低温炭化条件下, 生物炭的孔径较小、互连性较低, 

产生的焦油成分易堵塞孔隙 , 导致其持水性能下

降 [136], 而在高温炭化条件下, 生物炭的多微孔结构

及数量增加、孔隙连通性增强, 对水分的物理容纳

和吸附力增强, 使其持水性能提高[119,137]。 

4.7  稳定性 

生物炭含有较高的C, 具有稳定的芳香族碳结

构, 使其具有较高稳定性[138]。生物炭结构中的芳环

凝聚程度, 影响生物炭功能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而

非芳香族结构/官能团则有利于形成簇状结构, 也对

生物炭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 [37]。生物炭的稳定性 , 

通常采用H/C、O/C表征[139]。低H/C和O/C比, 表明

生物炭具有较高熔融芳香环结构、稳定性较强, 反

之亦然[140]。一般认为, 生物炭的O/C摩尔比小于0.2

被认为是最稳定的, 具有超千年的半衰期, O/C比在

0.2~0.6之间的生物炭半衰期在100~1000年之间, 而

O/C比大于0.6的生物炭半衰期小于100年[141]。 

原料类型、炭化温度是影响生物炭稳定性的主

要因素[37]。在制备原料中, 木质素是最稳定的成分, 

其次是纤维素和半纤维素[142], 原料中的木质素含量

越高, 炭化形成的芳香族 C 含量越高, 生物炭的稳

定性越强[90]。因此, 木质纤维素类生物炭比非木质

纤维素类生物炭更稳定, 抗生物降解的能力更强[40]。

原料中的金属、金属化合物或矿物等组分会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生物炭的稳定性[143], 但一些碱金属、碱

土金属及硅等元素会增强生物炭的稳定性, 如生物

炭中的非晶硅与 C 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 Si-C, 从而

防止 C 被氧化, 使生物炭稳定性增强[144]。此外, 原

料尺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物炭的稳定性, 一

般大颗粒 /尺寸原料制备的生物炭稳定性高于小颗

粒/尺寸原料制备的生物炭 [145-146], 其主要原因在于

大颗粒/尺寸原料在热解炭化时, 气相与固相物质之

间的接触时间更长, 聚合形成更多的碳, 从而使生

物炭固定碳含量提高、稳定性增强[139]。热解炭化温

度, 则决定生物炭的芳香性及芳香凝聚度, 生物炭

中的大部分不稳定组分会随着炭化温度升高而逐渐

消失, 熔融芳香环结构增加, 不稳定的非芳香环结

构、大小及数量呈下降趋势[37]。此外, 加热速率也

会对生物炭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 加热速率慢利于

增强生物炭稳定性[147]。 

综上, 生物炭的原料来源丰富, 不以消耗不可

再生资源和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 具有“低成本、可

再生、可持续”的突出优势, 且制备过程“低碳、环保”, 

利于促进资源与环境的“循环、永续”发展；生物炭

的“富碳”多微孔结构使其可作为载体、基质等“构架

性”功能材料, 从而发挥稳定的“结构重建”或“构相

改良”作用, 而生物炭呈碱性、含碳量高、比表面积

大、吸附力强, 富含多种养分、表面官能团等多种

特性, 则使其可在固碳减排、改土培肥、防控污染、

节肥增效、促长增产等方面发挥综合性“叠加”效应, 

其“多向、多效”增益及“累积、持续”性功效作用突

出；生物炭独特的来源、结构、特性及功效优势, 使

其有别于其他同类材料, 具有显著经济、生态和社

会效益, 发展潜力和应用空间巨大。 

5  生物炭理化特性调控技术进展 

生物炭的理化特性 , 是其功效发挥的“根源”, 

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学科、领域

和研究背景出发, 采用不同技术与方法, 针对生物

炭理化特性调控技术开展了积极、有益的科学探索, 

取得了一定研究进展[148]。目前, 主要的调控技术途

径: 1)在“前、中、后”炭化过程中添加外源物质, 使

其与原料或炭化产物发生理化反应, 进而改变生物

炭表面或内部结构及特性, 从而获得某些具有特定

性质或功能的生物炭材料；2)通过调控、优化炭化

工艺及制备方法, 对生物炭结构及理化性质进行调

控, 使生物炭构相、特性发生某些定向或优化改变, 

从而达到预期应用目的和目标。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一般多采用上述两种或二者相结合的技术途径。 

5.1  外源介质添加改性技术 

生物炭具有良好的多微孔、吸附性及稳定性 , 

但在某些特定用途、目标条件下还不能满足现实

需求。因此 , 一些研究者尝试在炭化过程中 , 通过

添加氧化剂、磁化物等外源介质 , 使其与生物炭发

生一些物理-化学反应 , 重塑炭表面、内部某些结

构及特性 , 使之达到目标特性最优化 [149-150]。目前 , 

主要有磁化改性、氧化剂改性、涂层 /浸渍改性等

调控技术。  

5.1.1  磁化改性    在污水净化、重金属污染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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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保领域, 生物炭的使用需求和应用空间巨大。

但是, 由于生物炭质轻、密度低, 不易与水等介质分

离[154], 使生物炭的应用空间和量级受限。因此, 一

些研究者通过将生物炭与磁性介质结合, 在外磁场

控制下实现污水固、液分离[151-153], 取得了一定效果

和进展。一般情况下, 磁性介质多采用铁或铁氧化

物, 如铁(0)、γ-Fe2O3、Fe3O4、CoFe2O4等
[148]。改性

后的磁化生物炭, 阳离子交换量、孔隙数量等大幅

提高, 对污染物的吸附、去除能力明显增强[155-156]。

研究发现 , 磁化改性生物炭对水体中的重金属离

子、有机污染物等具有较强吸附作用, 其整体吸附

性能高于非磁化生物炭[148,155]。磁化改性技术的应用, 

进一步扩展了生物炭的应用空间, 实用性、易用性

提高。 

5.1.2  氧化剂改性    氧化剂改性, 一般采用化学

氧化剂为介质, 使其与生物炭发生氧化反应, 改变

生物炭的结构、酸碱性、官能团、比表面积等特性, 

增强其吸附等性能, 从而提高生物炭对土壤、水体

中污染物的吸附、去除效率[157]。一般情况下, 氧化

剂改性多采用过氧化氢、强酸或强碱类化学剂。 

过氧化氢改性, 其优点是成本低, 可避免与其

他元素产生干扰, 适于土壤改良、水体净化等应用

场景[148]。研究发现, 采用过氧化氢处理的改性生物

炭, 其表面含氧官能团数量大幅增加、吸附能力明

显提高[158-159]。强酸类氧化剂改性, 一般采用硫酸、

硝酸等化学试剂为介质。研究表明, 当炭化温度达

到 700℃时, 以硫酸为介质氧化处理后的改性生物

炭, 其比表面积显著提高, 是未活化改性前的 250

倍以上[160]。采用硝酸改性, 会造成生物炭的结构性

坍塌和 pH降低、比表面积减小, 但会增加生物炭的

表面酸性基团数量, 提高其表面亲水性[148,161]。强碱

类氧化剂改性, 一般采用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化

学剂。研究发现, 采用氢氧化钠改性, 会显著提高生

物炭的表面积和微孔体积, 提高其对重金属离子的

吸附能力[162-164]。而采用氢氧化钾改性, 生物炭的微

孔数量、吸附性能也有一定程度提高[165-166]。 

5.1.3  涂层/浸渍改性     一般指在炭化前或炭化

后, 采用涂层或浸渍方法, 将外源金属氧化物、有机

试剂、纳米材料等介质与生物炭进行物理或化学反

应耦合, 从而使生物炭比表面积、多孔性、表面官

能团、阳离子交换量等特性改变的方法[148,167]。 

采用金属氧化物涂层改性, 可在不同程度上提

高改性生物炭的吸附能力 [168-169], 当浸有金属离子

的生物质在炭化后, 其所含有的金属离子形成金属

氧化物或氢氧化物 , 成为负载金属的炭基复合材

料 [148]。研究发现, 与未改性生物炭相比, 钴涂层改

性生物炭具有更高的表面积、孔体积, 对铬离子的

吸附量显著增加[169], 而采用 MgCl2-6H2O 和 AlCl3- 

6H2O与生物炭复合制备的炭基复合材料, 对磷的最

大吸附量提高了5~50倍[170]。此外, 有研究采用聚乙

烯亚胺和戊二醛与生物炭复合, 发现改性后的生物

炭含氧官能团数量明显增加, 对 Cd6+的吸附性能明

显提高, 最大吸附量是未改性生物炭的18.87倍[171]。

而采用乙二胺、三甲胺等有机试剂作为介质, 改性

后的生物炭孔隙结构更为发达、表面基团数量明显

增加, 对硝酸盐的吸附、去除效能提高[172]。 

近年来, 纳米材料的技术开发与应用得到了专

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纳米材料颗粒小, 易

团聚、氧化,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173-174]。但

如果将纳米材料通过预涂(炭化前)和浸渍(炭化后)

等过程负载于生物炭表面, 制备成功能性炭基纳米

复合材料, 可提供更多高亲和力吸附位点, 从而有

效发挥纳米材料的优势, 改善生物炭的多孔结构及

比表面积、官能团、热稳定性等特性(图4)[175]。研

究认为, 采用预涂、浸渍等处理方法, 将纳米材料

与生物炭结合, 可弥补高温热解后生物炭表面官能

团减少等“缺陷”, 实现“纳米-生物炭”功能复合, 充

分发挥纳米材料与生物炭材料的双重功效优势, 提

高其对污染物的吸附、去除效能[176]。目前, 采用涂

层 /浸渍改性的纳米 /高分子复合材料主要为石墨

烯、碳纳米管、壳聚糖等, 具有良好的应用潜力和

发展空间。 

5.2  炭化工艺调控技术 

炭化工艺及制备方法 , 决定了生物炭的结构

及主要理化特性。通过改进、优化和创新生物质

炭化工艺及其制备方法 , 实现对生物炭结构及特

性的总体性、批量化调控 , 是工程化、规模化开发

生物炭功能材料及产品的必由之路。目前 , 炭化工

艺调控技术主要有气体活化、微波炭化、球磨、

紫外辐照等。  

5.2.1  气体活化    气体活化, 一般指在一定炭化

温度条件下, 采用水蒸气、二氧化碳等进行活化改

性的方法[148]。通过气体活化技术, 可将常规生物炭

改性为结构更为丰富、比表面积更大的活性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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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物炭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合成制备过程[175]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synthesizing biochar-based nano-composites[175] 

 
材料[177]。研究发现, 在 700℃条件下采用蒸汽活化

的生物炭比未活化生物炭的表面积提高了一倍 [178], 

吸附性能显著提升。 

气体活化改性生物炭, 多用于水体净化、污染

物处理等领域[179-181]。研究发现, 经特定蒸汽流量活

化后的生物炭, 对铜离子的吸附率可达 93% [181], 对

汞离子也表现良好吸附性[182]。另有研究表明, 与未

活化生物炭相比, 蒸汽活化生物炭可提高其对土壤

氮、磷等养分离子的固持能力, 减少养分流失[183]。

气体活化改性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改性技术方法 , 

但由于生物炭非均质性强, 反应温度、活化程度等

条件难以精确控制, 因而可能造成对生物炭活化不

均、局部过热等问题, 影响生物炭的活化质量及其

功能作用, 在工业化生产中尚需进行深入的工艺与

技术创新[184]。 

5.2.2  微波炭化    微波, 是一种频率在 300 兆赫

至 300 千兆赫之间的高频电磁波, 可迅速穿透生物

质并将能量传递给反应物官能团[185]。采用微波改性

方法制备的生物炭, 在官能团数量、比表面积及稳

定性等方面优于传统热解方法制备的生物炭[186-187]。

研究表明, 微波改性生物炭可提高其对重金属污染

物的吸附、去除效率[188-190]。另有研究通过在微波制

炭过程中添加特定化学物质, 使生物炭与特定反应

物在微波条件下发生物理-化学反应, 也取得了良好

试验效果[191]。未来, 在精细化、多元化应用目标趋

动下, 在微波裂解过程中添加化学改性剂或其他特

性材料, 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148]。 

5.2.3  球磨制炭    球磨制炭, 一般指采用球磨仪

对生物炭材料进行机械球磨, 降低其固体颗粒粒度, 

从而改变生物炭结构 , 提高生物炭整体性能的方

法 [192]。球磨后的生物炭颗粒大小可达纳米级, 比表

面积、吸附性能显著提高, 去除有机、无机污染物

性能表现与碳纳米管相当[193]。由于球磨生物炭的颗

粒更小, 使其比表面积更大, 利于增加对有机、无机

离子的潜在吸附位, 使球磨生物炭具有优异的整体

吸附性能[194-195]。经球磨优化条件下制备的生物炭, 

其表面积增加 60~194 m2 g–1, 吸附性能显著提高[196]。 

但是, 由于球磨生物炭在水中的分散性强、不

易控制,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环保等领域的应

用。此外, 由于球磨生物炭的颗粒较轻, 易发生地表

径流侵蚀和场外输送, 因而可能造成潜在的生态安

全风险。研究表明, 随着生物炭粒径减小, 生物炭迁

移量明显增加[197]。生物炭胶体粒子的移动, 可能导

致农药及其他污染物沿土壤剖面发生非现场迁移 , 

从而增加地下水的潜在环境安全风险[198]。目前, 在

球磨生物炭的结构及特性研究方面, 已取得一定研

究进展, 但受机械水平、产能及应用条件、范围、

生态安全性等因素影响, 距“工程化、规模化”开发与

应用还有一定距离。 

5.2.4  紫外辐照    紫外辐照, 一般指采用一定波

段的紫外光进行辐照改性的方法。紫外光辐照改性

生物炭, 其比表面积、含氧官能团数量明显提高, 对

Pb2+、Cd2+金属离子的吸附能力明显增强, 最大吸附

量显著提升[199-200]。紫外辐照改性方法, 操作简单、

环保、安全, 为生物炭改性技术发展提供了新途径。

但是, 由于实施紫外辐照的条件、容量和规模等因

素制约, 使其在“规模化、工程化”及“精准性、稳定

性”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局限性。 

生物炭结构及理化特性, 决定了其作为载体、

基质或吸附剂等功能材料的“适用、实用和经济性”, 

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对生物炭构相及其理

化特性进行“定性、定量化”调控, 是一种必然趋势。

目前, 生物炭改性技术已成为生物炭领域的研究热

点之一 , 正由单一技术转向“1+N”复合技术 , 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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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传统工艺转向“精准化、智能化、自动化”现代

新工艺, 是目前改性技术的发展趋势, 生物炭改性

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应用有望为生物炭基础研究与应

用提供新方向、新途径、新突破。 

6  研究展望 

时至今日, 生物炭在农业、环境、能源等领域

所展现的重要功能、潜在价值与贡献, 已得到全球

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认可。我国在陈温福

院士等一批科学家的倡导和努力下, 在生物炭制备

工艺、基础研究、应用技术、产品开发及产业化等

方面所取得的研究进展与成果, 已处于国际前列。

生物炭研究“方兴未艾”, 已步入“快车道”, 多领域、

多学科先进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必将推动生物炭研

究与应用向“大范围、宽领域”、“综合性、交叉性”

和“定制化、多元化”方向快速发展。开展生物炭特

性及其应用研究, 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6.1  研究方向 

(1) 面向我国农业发展国情 , 结合区域农业发

展特征, 突破“低成本、高效、环保”炭化工艺瓶颈, 

发展“小、中、大”兼具、“炭、油、气”联产, 适合不

同农林废弃物来源的炭化生产系统, 建立“分散-集

中”式、多向覆盖的炭化生产网络, 依靠科技创新扩

大产能、降低生产与流通成本, 使炭化工艺技术、

装备与产品真正“落地、触底”, 真正“可用、能用、

适用”。 

(2) 基于农、林废弃物“循环、高效”利用, 聚焦

农业、环境等领域“老、大、难”生产现实问题, 采用

原创或交叉、集成创新技术, 深入挖掘生物炭“构-

效”与“质-效”作用潜力及优势, 重点开发利于自然

生态系统“平衡、稳定、永续”发展, 真正“低碳、生

态、高效”的普适、多元、高值化系列炭基功能材料

及产品。 

(3) 建立“科学、系统、规范”的生物炭生产、测

定与应用指标评价体系, 使生物炭研究与应用结果

科学、准确, 有依据、可比较；创建基于不同来源、

材质、工艺等条件下的生物炭理化特性与应用数据

库, 使生物炭研究与应用“可查、可溯、可依”, 为相

关研究、使用者提供有效参考；制定生物炭材料、

产品及其应用等相关技术标准, 规范生物炭来源、

生产、制备及应用等各环节, 破解生物炭制备、应

用及市场乱象, 促进生物炭产业“健康、稳定、有序”

发展。 

(4) 生物炭研究与应用的“多领域融合、多学科

交叉、多功能复合”, 生物炭材料及其产品的“特色

化、功能化、定制化”, 是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未来, 生物炭基材料及产品很可能以“低碳、绿色、

环保”等综合功效优势, 替代部分传统农业与环保投

入品, 以“零资源损耗、低成本投入”, 获得“多效、

稳定、可持续”收益, 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最

大化, 为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循环、可持续”发展提

供“趋动力”。 

6.2  展望 

目前, 生物炭理化特性及应用研究已取得一定

进展 , 但目前全球大多数研究仍处于实验室或模

拟、小规模试验条件下, 距“批量化、规模化、工程

化”应用和实施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基础研究方面, 

不同来源、材质、炭化工艺条件下生物炭的“构-效”

与“质-效”的定性、定量化关系, 炭基复合、载体功

能材料制备及其应用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调控途

径及作用原理、机制, 炭基功能材料的“可定制化”

载体构建, 生物炭基材料及其产品应用的“长期性、

安全性、可持续性”评估与预测等等, 还有诸多科学、

技术问题亟待研究探索；在炭化工艺、装备及产品

研制方面, 不同原料来源的“低成本、广适、环保”

型炭化新工艺, 生物质炭化及其产品制备、生物炭

改性条件的“精准、定量”化控制, 炭化副产物的“低

成本、零污染、高效”回收与再利用, 改性生物炭的

“稳定性、可控性、安全性”等方面, 尚需开展系统、

深入的研究探索与实践；纳米等创新技术发展, 为

炭基多功能、复合材料开发提供了新方向, 在炭基

复合、介质材料的筛选、开发与应用, 复合技术的“精

准、定量化”控制, 以及炭基多功能、复合材料与产

品的“批量化、规模化”生产与应用等方面还有较大

提升空间；打破传统技术的“单一性”桎梏, 融合多领

域、多学科交叉技术, 探索“生物炭+”技术模式, 是

未来突破未来生物炭特性与功能局限, 研发新一代

“复合性、功能化、高效型”炭基材料及产品的发展

重要方向；“多元化、功能化、定制化”是未来生物

炭改性技术及其产品开发的发展趋势, 有望在解决

农业、环境等领域突出问题中发挥重要支撑性作用。 

科学需要理性, 更应该理性对待科学。作为新

生事物, 有关于生物炭的定义、结构、功效及其应

用等方面还存在不同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 生物

炭在农业、环境等领域应用确有着良好的综合效益

及重要作用潜力、价值与贡献, 其独特的来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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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特性及功效是其他材料所不具备的, 也得到了

全世界科学家的普遍关注和一致研究认可。当前 , 

我国正处于农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期 , 

生物炭无疑为解决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难题, 促进

资源与环境“循环、永续”发展, 提供了重要、可行性

新途径,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耕地质量, 促进

“三农”发展提供有效技术支撑。相信, 未来在国内外

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生物炭的研究与应用发

展及其产业化实施, 必将为人类面对气候变化, 破

解“沃土、碧水、蓝天”可持续发展问题与矛盾, 打造

“绿水、青山”, 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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